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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宫秘史》２０年：
上海电影传统对香港电影的影响

黄望莉

摘　要：香港永华影片公司摄于１９４８年的 《清宫秘史》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其原因不仅

在于其艺术创作美学观念代表了中国电影的文人传统，更为有趣的是，这部影片的政治命运也从一个侧面说

明了２０世纪４０到６０年代的上海和香港两地电影传统的内在联系，及其最终的分流。因此，文章将会以

《清宫秘史》为案例，在对它进行历史性的梳理过程中，以期理解 《清宫秘史》的主创者们作为那个时代的

电影都市文人／精英们是如何借家国／伦理叙事的书写，映射出从上海南下香港的知识分子对海派电影的传

承。也正是香港与上海电影在互动与交流中使得当时香港电影成为 “国族电影”中的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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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６年，由香港 “永华”公司出品的影片 《清宫秘史》曾经于１９４９年１２月在香港公映，也于１９５０

年在洛迦诺影展上被评为当年影展中最重要的影片。这部影片在中国电影史上，乃至中国政治史上都曾经

引起过轩然大波。众所周知，１９６７年戚本禹的一篇 《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 〈清宫秘

史〉》直接导致了 “文革”初期对刘少奇的批判。然而，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光明日报》的发表文章 《评戚本

禹对 “爱国主义”还是 “卖国主义”？》也首度公开地、历史性地肯定了这部影片。“刘少奇同志的冤案也

已昭雪，因为刘少奇同志牵连的人和事，理应一律予以昭雪。因此，强加在 《清宫秘史》头上的一切诬陷

不实之词，都应推倒，还它以本来面目，给予应有的公正评价。”［１］对这部影片敲响了历史的定音槌。

本文并非重复着对 《清宫秘史》在政治上和历史上的重新定位和评说，而是试图通过这部历经半个多

世纪、从公映到禁映，从批判到正名的历程中获得一条以上海为代表的早期中国电影文化的传承和离散的

线索，并且通过对这部影片的文本及其作者历史命运的追溯，试图描述出上海电影 －香港电影在１９４５—

１９６７年间的互动到分流的历程。本文试图通过影片 《清宫秘史》所诞生的战后香港国语电影的产业和人

脉组合的描述，以及以这部影片为代表的香港国语电影中所普遍呈现的具有 “中国性”（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ｅｓｓ）的

叙事元素，试图描摹出战后４０年代到文革前期的香港国语电影在自我文化身份归属上实为上海电影传统

的延续性发展，是 “国族电影”的一部分。而围绕着影片 《清宫秘史》及其主创者们的是是非非，也从

一个侧面说明了香港电影所具有的多地文化、跨文化的特性。

一、人脉和产业的同质化：香港电影的 “上海组合”

１９４６—１９４９年前后，战后的香港又恢复了昔日的自由贸易港的繁荣，从客观的社会生活上来看，“那

时从上海到香港是非常方便的，可以乘船也可以坐飞机。而且飞机票买起来也很快，当天买到马上可以

走，而且途中没有审查，来去都比较自由。”［２］这一点也可以从１９４６年上海文华影片公司出品的 《太太万

岁》中对上海和香港之间往来的喜剧性描写得以窥见一斑。

当时上海和香港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的便利，以及政治上的独特性，直接导致香港出现了南下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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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的现象。一般认为，战后南下影人潮主要有如下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上海沦陷期，曾经滞留在上海，被

迫在 “中联”和 “华影”工作过的上海影人，如张善琨、卜万仓、朱石麟、顾兰君、李丽华等在国民党

接管上海敌伪产业时被认为有 “附逆”之嫌，同时收到进步舆论的声讨，在不能工作、心情苦闷的情况下

接受了香港片方的邀请，抵达香港成为国语电影的创作的第一批主力。第二种南下影人是稍后于前一种情

况，主要指的是在１９４８年左右，由于内地解放战争正在发生根本变化，在国统区工作过的进步文化人在

共产党的部署下有意识地南下香港暂居，再顺道转往解放区，参加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其中包括夏衍、阳

翰生、欧阳予倩、蔡楚生等。第三种南下影人则是因为内战风云再起，直接促成上海的一些资本家南迁香

港，躲避纷扰，其中不乏热衷于从事电影工业者，如蒋伯英、李祖永、吴性栽、费穆等。他们不仅从上海

带来了丰富的电影制片经验，也从不同渠道带来了大量资金。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虽有因各种原因内地影人南下到香港，但是由于香港到内地／上海之间的往来便

利，很多人的原意也只是暂居，甚至两地往来拍片，流动性很强。战后的香港与战后的上海一样，两地电

影拍摄市场的同时繁荣，因此，无论是资金还是人才，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应两地电影拍摄的需求和人才

的竞争而来到香港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战后的香港电影与内地／上海电影可以说是互为一体的，这里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两地间的人才和资源是可以共享的。例如，因为这批战后较早在香港从事国

语电影创作的人员多与电影公司采取的是签约制，有的在香港为上海电影公司签约拍片，有的在上海为香

港公司签约拍片。签约也是两地间互为进行，因此，在经济待遇上也彼此参照，互为参考。例如陆洁在他

的日记中记载，“何兆璋新自港回，约与同饭沙利文。探询香港待遇情形，备作薪工调整之参考。”［３］像李

丽华和周璇都是上海和香港间最炙手可热的两大明星，她们可以说是当时电影票房的保证。李丽华于１９４７

年开始到香港拍戏，但同时也两地往来，１９４８年也曾经一度回到上海拍摄了 《假凤虚凰》和 《哀乐中年》

等两部影片，她当时在香港大中华电影公司所拍摄的片酬是一万万两千万国币，并由大中华提供食宿行等

便利［４］。周璇是在拍完 《夜店》之后，应香港大中华电影公司的邀请而到香港拍摄影片的，其间的重要作

品之一就是 《清宫秘史》，随后她也才于１９５０年回到上海拍摄 《和平鸽》。而战后最早到香港拍摄国语电

影的公司 “大中华”也因多种原因 （一则 “大中华”一直未完全脱离上海影界，并已经在江湾附近买了

地皮作为后来回上海拍摄的基地，二则是在香港受到了 “永华”的冲击，同时也因国语片在香港发展受到

了局限）在１９４９年前转而再次携带资金回到了上海。当时永华公司建立之初，除卜万仓之外，朱石麟、

李萍倩、岳枫等都与永华签订的长期合同。而当时 《国魂》的拍摄的部分外景地是在扬州，部分内景则借

用了上海华光电影厂［５］。

《清宫秘史》的主创人员与香港国语电影的整体情形一样，南下影人成为当时的绝对主创。因在 “华

影”创作过电影的原因，朱石麟离开上海是不得已而为之的。１９４６年５月，他最先接受南洋影业公司邀约

来到香港的朱石麟，他当时交给家里只有５００元作为临时 “安家费”，可见他并没有长久留在香港的打算，

同年的８月１３日就回到了上海，但是，当再次接受 “大中华”影片公司邀请到香港时，已经是携全家而

返了。１９４８年朱石麟为 “永华”电影公司开始导演 《清宫秘史》。这部影片的投资高达８０万港币，背后

的资金来自内地李祖永所带来的家族印刷产业。张善琨则是不记名的制片人。张善琨之所以不记名主要是

因为他当时的 “日伪”身份还未澄清，对新闻记者也以 “经商”为名，掩饰自己 “永华”的制片人身

份［６］。众所周知，被冠以 “电影大王”的张善琨善于炒作，并且炒作手法层出不穷，他在上海３０年代每

部影片必有宣传上的噱头习惯，此次在香港亦如此。他在拍摄 《国魂》的时候，不惜耗资近万元从上海请

韩兰根拍摄一个小兵点炮的镜头。对此，张善琨认为这 “是一个绝妙的噱头，既有戏剧效果，又有广告效

应”［７］。尽管如此，一贯善于炒作的电影大王张善琨以百两黄金的片酬邀请周璇饰演珍妃，为配合周璇的

“金嗓子”，专门请周璇的多年搭档陈歌辛作曲。除此之外，这部影片还有一些其他主要演员也都来自于上

海的一些明星，例如，扮演慈禧的是唐槐秋的女儿，当年在上海演出 《日出》中的陈白露而名噪一时的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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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菁。还有在 “孤岛”时期就活跃在上海影坛的舒适等。

由于大量的资本家一时避开战乱来到香港，但也并未完全脱离与内地的联系，客观上使得一些香港国

语电影公司在产业经营上也与内地电影公司是同质化的。《清宫秘史》的资方老板李祖永在大陆中的家族

产业是印刷业，也包括为国民政府印刷钞票，此次他在永华公司的资金投入上是３，７５０，０００美元，由此

可见一斑。香港电影拍摄的资金大量来自内地，造成了香港国语电影的复苏和繁荣。资金同质化也同时带

来了香港电影制片公司在体制上和理念上也沿用了上海电影的创作经验。在体制上，香港的一些电影公司

都不约而同地沿用了上海的３０年代就运用的 “编导委员会”制度，集中有经验的知名编导的智慧，以集

体研究的方式确定公司拍摄的影片，以保证公司出品的影片质量。这种制度当时不仅上海的商业电影公司

依然采用，如文华影片公司，也出现在香港的 “大中华”、“永华”公司的实际运营机制中。当时 “永华”

的编导委员会的主持者就是欧阳予倩。

电影资金、电影人脉和电影创作经验等全方位与上海电影的同质化运行和发展，其主要原因就在于，

１９５０年以前，上海和香港之间的商业往来和交流便利，香港国语电影与上海电影之间的电影市场可互通，香

港国语电影又主要依托的是大陆电影市场，这使得当时的香港国语电影发展超过了粤语片的生产。事实上，

当时的多数香港国语电影，都曾在上海公映过，例如，“永华”出品的 《国魂》于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１日就曾经在

上海试片放映①。《清宫秘史》则１９５０年初就准备在中国内陆全面公映。３月１１日，在 《人民日报》上打出

的广告语是：“永华公司、赫赫无比，荣誉伟构，绝代超华，古装宫闱，历史巨片。明星云集，演员数千，众

力合作，摄制年余”。３月１７日，该片开始在北京公映，继而在上海、天津等地公映。也正是在内地的公映

活动和获得的反响较高，才导致这部影片最后是非缠身的境地。

诞生在这个时期的 《清宫秘史》的背景也颇具代表性地反映了当时整个香港国语电影的人员及其

生产状况。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国语电影主创人员的复杂政治背景在战后之初，由于商业电影的需求

都变得含混起来，如，张善琨、李祖永是属于 “亲右”人士；而朱石麟、周璇和舒适等都在孤岛时期

的 “华影”拍摄过一些商业影片；曾经追随过鲁迅的姚克在抗战时期的话剧 《清宫怨》的进步性是不

言而喻的。唐若青则是追随父亲唐槐秋的 “中国剧艺社”等。而这些不同政治态度、不同政治立场和

背景的海派文人在香港这个特殊的地域在最初的国语片的摄制过程中出现了一种融合，即在意识形态

上创作上、获得了一个短暂的平衡。这也恰恰是 《清宫秘史》这部影片在意识形态上含混不清，备受

磨难的主要原因之一。总之由于这些创作人员与上海电影各种文化的传统和发展的千丝万缕的关系，

他们所带来的电影制作观念和制作水平等促使以 《清宫秘史》为代表的香港国语电影在自身发展的同

时，也与战后４０年代的上海电影在很多方面实现着资源共享、同质发展。１９４９年前，香港曾经作为中

国革命各路思潮论战据点。此后南来影人对香港本土文化的种种想象性建构都说明了香港的文化生态

及其走向一直与中国内地保持着或隐或显的联结。

二、叙事的同质化：《清宫秘史》的 “中国性”意蕴

对于战后南下影人的认识，从香港自身发展的角度来看，他们最为直接的贡献首先是恢复了香港

国语片的创作及其繁荣，其次，上海电影人所带来的电影创作方式和美学观念也直接提高和丰富了香

港电影整体水平。当时的香港电影叙事美学上承接了３０年代以来的中国电影以家寓国、家国同构的叙

事经验，并且在电影的叙事形态，例如题材内容的选取、叙事手法和主题意旨等方面还是与当时上海

电影极为一致。

一般来说，国族电影经常通过其影片的文化独特性来加以认识。一个国族电影的叙事可以被认为

２５

① 陆洁：《陆洁日记》，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１日中记载，陆洁在沪光观看 《国魂》的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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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关于国家的反映。有论者认为，这种反映通常是通过两种方式来完成的：一是通过改编的过程、

二是通过电影叙事中显式或隐式的方法来结构关于国家的意义。［８］从这两个方面来看的话，《清宫秘史》

的诞生及其美学特点也正是如此集中地体现其 “国族电影”的文化独特性。

首先，从改编的过程来看，在取材上和故事内容的选取上，“永华”在成立之初最早拍摄的两部影

片都是来自上海 “孤岛”时期的话剧资源。抗战时期的话剧艺术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历史剧的兴起：

“这一时期的历史剧数量多，质量高，影响很大，这是特定的历史条件造成的。”［９］郭沫若对此写到：

“在上海是因为那时候正在敌伪的统治下，最好反映黑暗的现实的是历史剧。大后方呢？也未来要避免

检查等等的原因，所以多历史剧。”① 其实，不仅话剧界如此，“孤岛”时期的电影创作也出现了古装

片泛滥的情形。但是当时还是有一些具有进步意义的历史题材的影片。“在当时的上海租界，…不论是

电影和戏剧，正面反映抗日斗争，根本没有可能。……因此，在戏剧方面，在电影方面，除了采取侧

面反映抗战的方法外，通过历史故事，抒发爱国热情，表现民族气节，以教育观众，就成为爱国戏剧

电影工作者们不得不采取的办法。”［１０］姚克创作的四幕历史剧 《清宫怨》就诞生在１９４２年这样一个写

作背景下，与其他进步的历史剧一样，这部话语也有着同样的创作目的和实际效果。作为著名戏曲家

吴梅的高足，又在耶鲁大学专攻西洋戏剧的姚克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的上海戏剧舞台上是位很活跃的戏剧

家。该剧在上海公映时，“轰动剧坛，赞誉鹊起”。姚克在 《清宫怨》中，以光绪皇帝和珍妃的爱情为

‘经’，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和庚子事变为 ‘纬’，通过宫廷的日常生活来表现最高统治集团的政治斗

争，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描绘出那动乱不安的历史时代。“突出表现了外敌侵略之下统治阶级内部保守

派和维新派的斗争，剧中寄托着爱国主义思想。”［１０］（３０６－３０７）可以说，《清宫怨》对历史的言说在抗战时期

毫无疑问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但是在涉及艺术创作观念的时候，据姚克自己所述，这部剧的创作主旨是 “把历史改编为戏剧，

并不是把历史搬上舞台……历史学家所讲究的是往事的实录，而戏剧家所感兴趣的只是故事的戏剧性

和人生味。”② 或许正是这点 “戏剧性”和 “人生味”吸引了热衷于描写家庭伦理叙事的朱石麟导演了

这部影片。众所周知，以朱石麟为代表的从上海２０、３０年代发展起来的电影创作传统就着力于透过家

庭叙事将一些现实社会问题和时代热点等融合在一起，完成作者关于民族、政治等方面的文化立场的

表述。朱石麟在战后之初所拍摄的影片无论是在题材的选择上、影片的样式上都直接与上海战后的家

庭伦理型影片风格保持一致，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考虑到内地电影市场的原因，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

创作的惯性使然。“从学问思想上来说，朱石麟属于儒学一派。所以，在他的创作中，特别关注家庭伦

理、世态炎凉，倡导亲情、友情、爱情的和睦与美满，邵夷恶行，劝人向善。”［１１］因此，当姚克提出以

“戏”为形的叙事结构、和以 “人生味”为态的叙事的表意体系等创作美学指向时，不仅与朱石麟的电

影创作的美学观相一致，也是与当时４０年代 “海派”电影的叙事美学获得一致。

朱石麟为经典海派电影的杰出代表，他在其结构影片的时候，对一个逻辑故事长度的选择、对长段

落镜头的语义表达、对宏大历史事件与戏剧化情节的交融等叙事特点的运用显得更加充分和自如。影

片 《清宫秘史》是以光绪选妃为开端，珍妃投井后，光绪逃难在外为叙事的结尾。影片以 “光绪十五

年·已丑·１８８９”、“光绪十七年·辛卯·１８９１”、“光绪二十六年·子庚·１９００”等同时运用了皇帝年

号、传统的天干地支、公元制等三种的编年方式为各个叙事段落划分，几乎涵盖了所有清朝光绪主政

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这种对历史 “真实”的追求一方面充分体现了创作者严谨的历史态度，另一方

３５

①

②

参见上海 《文汇报》：《郭沫若讲历史剧》，１９４６年６月２６日，
姚克：《清宫怨·独白》，《世界书局》，１９４７年第３版。转载于陈白尘和董健的 《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中国戏剧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９月第２版，Ｐ４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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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也展现出创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迷恋。这种迷恋还体现在影像的空间展示上。在这部影片制作的

过程中，室内景就设了４３个景 （其中４１个场景，４个 ＡＢ制的景）①，除了几个外景和其他室内景外，

影片最为重要的叙事空间是巍峨的 “皇宫”。这些精致的置景非常有利于摄影机的推拉摇移。在珍妃唱

“御香缥缈”段落中，导演先是缓慢地横移，观众可以细致地察看宫廷内景的装饰艺术，镜头一直移到

许愿的珍妃近景，再后拉珍妃的全景，可以看到缥缈的御香、朦胧的月色以及许愿的女人，这三者有

机地结合在一起，就像一幅中国长卷仕女图。朱石麟在这里运用了一个１分２０多秒完整的长镜头，让

观众在领略周璇甜美歌声的同时，也极度地展示了宫廷庭院的设计和传统之美，情景交融，充满了中

国古典之美。此外，这部影片还在很多细节上也极力突显中国历史文化的展现。据载，这部剧中的服

装是美术家庐世候根据典籍设计的，光皇帝朝服４套，便服３套，太后、嫔妃、一直到洋兵和平民的服

饰，共计１７５７套服装，并从北京聘请清朝的某贝勒做顾问，指点各项礼仪和相互的称呼②［１４］（１２）。可

见，《清宫秘史》与它同时期的一些国语片一样，不仅沿用了中国历史文化故事原型，更是注重多重中

原的历史、文化信息的传递，并将其作为叙事的重要内容。

当然，《清宫秘史》最为重要的 “中国性”的叙事特征还是 “家”与 “国”的混合在一起结构故

事，光绪／珍妃和慈禧／皇后的各种叙事冲突所带起来的也都是光绪年间的重要的政治事件，如动用海

军拨款修建颐和园、甲午战争、百日维新、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京等，将故事的关注点放在家庭／

国家的中的多种元素特色带如到影片的叙事内容当中来。从显性的层面来看，这是一个关于 “清朝”

的历史故事，即关于国家兴亡的宫廷政治斗争的故事，而从隐形层面来看，所谓的 “秘史”也就是皇

帝家里的故事，即母子 －婆媳 －夫妻这三种关系的矛盾冲突。事实上，在影片中人物的相互称呼的设

置上，也能够体现出这种家庭关系，如光绪喊珍妃为 “二妞”，慈禧称 “嫔妃们”为 “孩子们”。朱石

麟也正是通过这种或隐或显的 “家庭伦理”叙事策略，完成家国同构的政治意图的表达：即 “得人心

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传统政治伦理。很多论者认为，朱石麟在这部关于家国叙事的影片中，

过于将故事的矛盾放在 “婆媳”的关系上，这看上去有点将中国历史的大问题化成小故事之嫌。然而，

结合朱石麟所秉承的中国电影的经典叙事美学中逐渐形成的 “家庭、伦理为主线的叙事传统”来看，

这部影片确实集中体现了 “文人电影”中的以家寓国，家国难分的 “文人情怀”。然而，导演朱石麟在

这部影片中过于简单化地对家国命运中 “新”与 “旧”命题的归纳和描写，纠结情怀，恰恰体现了他

这种 “处于新旧时代交替的知识分子型艺术家；对个人、家、国都充满着人文关怀又多愁善感。他既眷

恋着旧有美德哀其日渐被离弃、破坏，以致充斥着腐败、不公不义；又向往着新时代带来的新价值、

新秩序。”［１２］且不论他在这部影片中的 “新”与 “旧”的阐述是否准确，其意识形态的表达是否复杂，

但是，他借 “家国”的叙事的文化资源、“伦理化”叙事特色的运用，有效地将大陆的历史和文化内容

作为母体文化，完成其对以中原文化为根基的 “家国”的想象。

总之，朱石麟导演的 《清宫秘史》正是借中国近代史中的历史故事，在充分展现中原／中华古典文

化的同时，借着 “家”的在场，表述 “国”的情怀。尽管香港 “本土”文化的崛起是从５０年代的中后

期本地商业的发展所带来的文化身份的想象而突显出来的，但是，大陆历史文化作为叙事的内容和元

素始终时隐时现的存在于香港电影的影像之中。可见，香港电影的在地化也正是通过对大陆的母体文

化的 “中国性”想象，使得这两者共同构成了一个 “想象的共同体”。结合当时的香港电影创作的实

际，我们可以发现以 《清宫秘史》为代表的香港战后４０年代的国语电影创作者们基本上保留了这种对

内地／国族文化的总体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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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关于 〈清宫秘史〉》，《电影话剧》，１９４９年第２１期Ｐ１２
同上。



第４期 黄望莉：《清宫秘史》２０年：上海电影传统对香港电影的影响

三、批评与话语：国族电影的话语争夺

１９４９年开始，随着内地战事的局面越来越明朗，港英当局担心解放军会武力收复香港，于是开始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 《公安条例》、《人民入境统制条例》、《简易程序治罪修正条例》、《违法罢工与

罢雇条例》、《社团条例》、《人口登记条例》、《驱逐不良分子出境条例》、《修订１９２２年紧急状态法条

例》、《紧急 （主要）条例》、《人民入境统制 （补充）条例》、《边界封锁区命令》等一系列高压立法，

加强了对香港人的身份管理和殖民教育。１９５０年，港英当局又在边境地区架设铁丝网，修筑炮台，对

过境中国人进行盘查、搜身。通过这些措施，港英当局强行割断了香港与内地的联系，人员往来大大

减少，两地之间的联系也被迫中断。而在大陆方面，１９５０年６月，朝鲜战争爆发，由于英国在朝鲜战

争及台湾问题上与美国持一致立场，使中英关系出现恶化。香港电影作为英属殖民地文化的一部分在

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内地新兴政府的警惕。此时，香港国语电影基本上失去了内地电影市场，仅 “长凤

新”等进步电影机构生产的影片还可以在内地上映。

与此同时，香港电影的内部也出现了 “左右”之争。以 “永华”为例，除了李祖永明确的表达了

他的国民党的政治立场，张善琨为代表的右派势力也大量地拍摄了商业电影，并且为了国语片市场，

更加依赖台湾方面的支持，他离开 “永华”后于１９５６年成立的 “港九电影从业人员自由总会”最终成

为国民党当局在香港设立的准香港影片进入台湾电影市场的审批机构。但是，在 “永华”工作的多数

影人则各有坚守。１９４８年前后姚克也迁居香港，时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长，虽然兼任 “永

华”的编剧，但在 “文革”之初受到 《清宫秘史》一片的牵连，被批为 “卖国文人”，从而迁居美国，

暂时远离了政治纷争。而由司马文森在 “永华”开始主持的 “读书会”影响也逐渐扩大，１９５０年，该

会扩大成为 “香港电影工作者学会”，隶属于中共在香港成立的 “港九民盟”，［１３］老板李祖永不断地与

公司内的进步影人发生冲突，焚烧电影 《落难公子》胶片使得李萍倩离开 “永华”，而 “永华”欠薪

工潮等事件直接促使了港英政府驱赶了以司马文森、刘琼等十位左派影人出港。

由于抗战后朱石麟对国民党 “接收大员”不顾前言，使得朱石麟等在 “华影”工作过的电影人饱

受 “汉奸”指责，后虽经过一年多的据理力争得以清白，“上了国民党一个大当”［１４］的感受促使朱石麟

对新生政府寄予了希望。１９５２年，朱石麟重组 “龙马”公司，和永华的一些进步影人共同组成了凤凰

影业公司，拍摄了一系列反映底层市民生活的现实题材的影片，被后人誉为 “香港现实主义抗大旗

者”。１９５４年他开始担任全国政协特邀代表和全国文联理事，他的作品也受到了来自内地文化的肯定，

如他导演的 《一板之隔》和担任总导演的 《一年之计》获文化部１９４９—１９５５年优秀影片特别奖。影片

《新寡》获 《北京日报》等单位组织观众评选的十大影片之一。所有的这些荣誉也激励和感动着朱石

麟，正如他自己所言 “新中国救了我……社会主义鼓舞了我，使我一天天过着身心愉快的生

活。”［１４］（４８）。在他香港执导的２０多年间共拍摄４５部影片，孜孜以求。香港国语电影的左右之分，也是

当时国内政治分歧在香港的一种延伸。因此，从这些政治纷争中，也可以发现香港与上海／内陆电影在

创作和文化上保持着相当的联系。

然而，回看诞生在１９４８年的 《清宫秘史》一片，这部影片的主创人员的身份的混杂也造成了这部影片话

语表述的含混不清。正因为如此，这部影片为不同时期、不同立场的批评提供了争论的战场。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末和６０年代初在大陆出版的 《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就敏锐的指出这部影片出现问题的关键所在：“他以光绪

皇帝、改良派和帝国主义为矛盾的一方，而以慈禧和义和团为矛盾冲突的另一方，这样，就一方面美化了帝

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本质，同时也夸大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变法运动的进步意义；而另一方面，则歪曲和丑化

了义和团的反帝运动，把义和团和慈禧、保守派等同起来，把义和团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行动写成一

种野蛮的排外运动。这显然是对义和团的污蔑，对中国人民革命传统的污蔑，对中国历史的污蔑”［１０］（３１７）。其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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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这本 《发展史》出版之前，《清宫秘史》已经遭到了禁映的命运。因此，这本官方修史对这部影片的评

价基本上代表了当时以工农文化为主导的意识形态的阐述。

与大陆电影史相对应的是杜芸之站在台湾当局的立场来写的 《中国电影史》，他对 《国魂》和 《清

宫秘史》的评价差别非常大，“这部影片 （指 《清宫秘史》，编者注）的价值，虽不及 《国魂》，但指

出中国必须吸收西洋文明，走向现代化的路途，才能富强康乐。且表示出政府一定要得到民众的拥护，

才能存在，这主题仍然是有意义的。”［１５］需要提醒的是，杜氏文中的 《国魂》所谓的 “价值”实际上是

对国民党政府的宣传理念而言的，当时 《国魂》影片一出，就受到了 “左翼”的批评和国民政府的嘉

奖两种待遇，因此，对 《清宫秘史》的评论也依然沿用了这两种价值体系来判断的。无论当时对 《清

宫秘史》是站在 “极左”的立场还是站在 “极右”的立场展开的评价，都说明了该片确实暗含着某种

意识形态价值的取向，尽管这种取向是被投资人李祖永和张善琨所强加的、或者说是巧加利用的，［１６］而

非姚克和朱石麟的本意。但是这部影片在客观上，至今看来都显得与当时内地革命话语出现一定相悖

之处。因此，这种表述在随后所产生的政治影响虽是创作者所始料未及的，但也是情理之中的。

文革伊始，这部影片又意外地成为批判刘少奇的靶子，从姚文元的 《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到戚

本禹在 《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 〈清宫秘史〉》中，失去了对艺术的客观评价，基本

上是一种带有极端的政治攻击目的的批判言论，因此在今天看来是错误的。于 １９７８年第 ８期的内刊

《电影通讯》上的 《〈清宫秘史〉不是卖国主义影片》一文，作者陈少舟在文章中详细地介绍了这部影

片的遭际，反驳了 “卖国主义论”，他文中论道 ：“把整个影片看作是卖国主义的，是不符合马列主义

科学态度的。况且，这是一部香港影片，又是历史题材，即使影片有些缺点，也不能横加罪名，打成

‘毒草’。我们认为，应对 《清宫秘史》这部影片给予平反，并组织有说服力的影评文章，从思想、艺

术性方面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帮助人们对影片有一个正确的认识。”①１９７９年 《光明日报》的那篇文

章和随后对姚克的平反基本上平息了围绕着影片 《清宫秘史》所带来的是是非非。

然而，在重写电影史的观念影响下，对于 《清宫秘史》的讨论远没有结束，２００７年，赵卫防在

《香港电影史》中，对 《清宫秘史》给予了一个较为客观的描述，认为 “影片的兴趣仍在于家庭伦理

的战士，而不在历史风云的表现和对时局的指涉”［１３］（１０２）。学者陈墨在 《〈清宫秘史〉评说三题》一文

中对该部影片呈现出一个较为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指出这部影片只不过是 “一部对历史随意裁剪

的童话的剪影”，但是同时又明确的认为 “将 《清宫秘史》作为卖国影片进行批评是荒唐的”。［１７］学者

孟犁野在２００２年的 《大众电影》刊登的文章中论道：“时隔半个多世纪，如果我们有机会再看到这部

影片时，定会摆脱那种 ‘爱国还是卖国’的两极思维模式，跳出那单一的政治批判圈子，对它多做点

分析，从更广泛的历史视野中关照它，当会获得一种多样的观影感受 （包括批评）。”［１８］

无论以上这两种对 《清宫秘史》影片的评价如何不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在中国电影史

的写作中一直都将以 《清宫秘史》为代表的香港电影纳入在 “国族电影”的范畴之内加以审视的。事

实上，该片作为香港国语电影的代表，它所经历的产业模式、创作资源、叙事内容和美学形态都与当

时海派电影传统一脉相承。而围绕着这个时期的香港国语电影所出现的 “左右”之争、批评话语的差

异也是大陆与台湾之间对 “国族电影”话语争夺所凸显的现象之一。

四、结　　语

１９５５年以后，由于港英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刺激海外投资，使得香港与西方的贸易获得极大的

发展，另一方面，内地的 “反右”斗争开始，也与外界进一步的隔绝。而此时的香港电影市场，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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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转载自徐林正著文：《复映片：重整万里河山》，《大众电影》２００５年第１３期，第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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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语电影从资金到市场都失去了内地的支持，取而代之的是东南亚资金和市场，这些客观因素直接

地影响了香港电影的整体美学和工业形态，如叙事背景和内容的在地化、国语片的衰落和粤语片的兴

起等现象。香港电影中对自我文化身份的展现也出现了转向。

１９６７年１月５日，香港 《文汇报》转引自内地 《红旗》杂志１９６７年第一期出自姚文元之手的一篇

文章 《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其中对电影 《清宫秘史》定义为 “一部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影片”。尽

管事件的矛头并不是针对他，但是时年６８岁的朱石麟亦深受刺激，当晚脑溢血而亡。朱石麟作为左派

影人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他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海派电影叙事传统的转向，殖民政治和离

散文化写作也正在香港电影中出现，这些电影现象凸显了香港对自我身份的重新定位和调整。姚克因

为 “卖国文人”的头衔而离开香港，迁居美国。到了上世纪的８０年代，作为唯一还活着的散居在国外

的当事人，此时他再一次表达了对故国的回望之情，他曾经写信给他的大陆友人，“我因 《清宫》一剧

惹了无妄之灾，避祸海外，不知当局是否可以让我回来？正盼 ‘飞入寻常百姓家’之燕，王谢堂上能

容其重返故巢乎？”①而在他１９９１年末，尽管得到了回国探亲的邀请，但终未成行，客死他乡。

笔者重读 《清宫秘史》和重拾这部影片的是是非非，就在于这部影片能够跨越３０年代上海戏剧文

化成就，并影响到战后４０年代的南下影人在香港的国语电影的创作，它在工业的、美学的和意识形态

表述的复杂性上集中地体现了战后香港电影是如何承接了海派电影创作的历程。而 《清宫秘史》所遭

受的历史命运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香港电影作为国族电影的一部分，也一样参与到整个中国电影文化

的历史风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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